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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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传承发展，将 “古今中西之争”转换

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交融会通的方式促进了文化 “涵化”。“第二个

结合”形成的新文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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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有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 “旧邦新命”，

认为 “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① 中国式现代化是

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

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

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② 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

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

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 “古今中

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 “古今中西之争”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

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面

对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 “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

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 “全盘西化”与坚持

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必然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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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在深切批判专制迷信、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学的浪潮中，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
文化运动对 “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德先生”和 “赛先生”的意义超出了科
学知识或治理原则的范畴，具有使民众摆脱蒙昧的文化价值。其间亦有折中的 “中
体西用”之谓。学术界逐渐在走出中西差异或古今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论证中国文化
应当展现的现代图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加以内在反思。

对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而言，古今之争都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文化传统
的生成总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体现为在现代化途中受现实历史影响的文化传
承发展过程，体现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延展的文化精神，深层体现为
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形态。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彰显了民族文化的标
识，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对日常生活具有现实影响力。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文明的活的灵魂，“古今中西之争”反映在中国近代哲
学论争中并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冯契先生看来，“中国近代的 ‘古今、

中西’之争是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它制约着
哲学的演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通过 ‘古今、中西’的相互作用，中国近代哲学
论争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即历史观 （以及一般发展观）问题，认识论上的知行问
题，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关于人的自由和如何培养理想人格问题。”① 近代以来中国
哲学在上述方面的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次反映。

毛泽东的 《新民主主义论》“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
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他深刻阐明：“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
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
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② 这种以
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并使之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具体化，也使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化，使现代中国人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走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
伟大变革中获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

百余年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
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
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③ 今天，中西文化
比较在学术层面上更多体现为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在文明交流
互鉴中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自我，在对话与会通中拓展了文化传承发展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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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一空间的实践场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
“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必要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内在逻辑，

就会激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并为之赋予时代内涵，将 “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

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交融会通的方式促进文化 “涵化”。在费孝通先生看

来，“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代先人在实践中不断地探

索、积累、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

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创造新文化的来

源之一，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点。我们要以文化自信彰显百余年来在苦难

辉煌中汇聚的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

性格，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结合”的前提是，这两种来源不同的

观念体系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是彼此相互契合的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在中国

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 “化学反应”，在有机结合中产生了一种新文化，拓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践履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颇为

契合。在章太炎看来， “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

生，语绝于无验。”② 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

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③ 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解析现实生活，更在于解决时代问

题，思想的直接现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得到高度强调。可以说，重

视知行合一与实践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交汇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社会性规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现

实超越性内在契合。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探究人性善恶之初始规定的同时，重视后天

习得中的 “日生则日成”，正是实践中的求索使 “性相近”的个体 “习相远”，弘毅

者以良知良能成己成物。马克思强调作为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强调人的

本质的现实性根本上是在实践中塑造的。在现实的关系域中理解人与其所处的社会

环境，思考人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变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

于人性及其实践生成的共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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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强调万事万物的变化与矛盾双方的相反相
成，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内在契合之处。儒家主张 “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
谓道”，揭示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马克思强调辩证法揭示的乃是内在的自我否定
性，是一种生命原则和存在方式，其作为思维方法的特质是批判的、革命的。以唯
物辩证法重释道立于两、和合共生、物极必反的时代内涵，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辩证特质与实践内涵，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语境。

最后，儒家孜孜以求的 “大同”社会与马克思展望的未来理想社会内在契合，

可谓大道相通。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理想社会是一种 “真正的共同体”，其中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素为中国古代先
贤所向往，被描述为讲信修睦的 “太平世”。可以说，“儒家的 ‘大同’理想，构成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作为马克思学说的共产主义，

其社会理想同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兼容的性质”。① 中国先进知识
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有一种文化的 “前见”，实则追求理想社会层面的文化认
同，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是其结合的前提，在结合中形
成的新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这个有机统一的生命体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作为
一个为实践所确证的历史事实，“第二个结合”在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过程中巩
固了文化主体性。正是因为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
国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
思主义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人们所接受，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百余年来，我们党在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承继这份珍贵遗产
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解决问题的实践探索
中深度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并有力作用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文明获得现代力量，亦使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建构体现了文化引
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我们党领导人
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熔铸而来的，体现
了 “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特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第二个结合’，是我
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
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
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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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① 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选择发展道路，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经过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传统美德涵养现代人的情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三、旧邦新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今日之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五千年未有之制度文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传承中华文化 “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传统，回应世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期待，努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秉持时代精神，补充、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涵，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

实践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的表现形式并激活其生命力。

为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文化之所以具有悠远绵长的力量，乃是因其对经济和政

治的反作用既具有直接现实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限制，从而发挥持久的作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决于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固守传统，而是深刻理解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特

质和发展趋势，实际发挥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为此，要以历史连续性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认识到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当代延续，从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古老文

明，基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进行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

只有走向历史的深处，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历史上任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

后的民族都不可能仅凭借其优秀传统文化维系民族独立和文明进步，古希腊罗马时

期北非、西亚遭到入侵而分裂是如此，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度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只有在实践中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才能产生现实的物质力量。正是

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人民在百余年实践探索中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了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持续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浴火重生，使中华文明绽放时代光彩。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新的思想解放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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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

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世界各民族文明交
流互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历史思维方式探究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
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心理、文化取向和价值追求，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再
生再造的精神特质，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等立德化民
和治国理政之道，把握其深远历史意义及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
性的最有力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今天，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相结合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
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创新发展空间。“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
前提。”② 实现理论创新和文化认同，要坚守魂脉和根脉，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追求美好生活，谱写中华文化发展的崭新华章。

概言之，“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文化根据，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开启
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有力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 “古今中西之争”，筑牢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行
稳致远，使之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途中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要以新的文化使命与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巩固和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实
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责任编辑：赵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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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①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４９页。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
成果》，《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７月２日，第１版。


